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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出未婚女性3。根据UNFPA 
APRO（2012）预测显示，在中
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年龄的
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年龄
的女性。同时，婚姻模型预测也
显示，2030年以后，这两个国家
准备结婚的单身男性的数量将超
过相应未婚女性数量的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之多。Guilmoto（2012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情
景，对2005至2100年中国的单身
男性数量作出预测4，即使中国的
出生性别比于2020年之前回归到
正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
设，到2055年仍有多达百分之十
五的中国男性在五十岁时未能找
到妻子（图三）。

2014年7月11日在沈阳举办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到2030年估计将会有
3000万年轻男性被迫成为单身
男性。这些大量不能结婚的男性
（俗称“光棍”）将会无可避免地
造成婚姻挤压，带来深远的社会
影响和后果。对中国和印度的研
究揭示出男女在结婚时有年龄差
距，且女性“上嫁”（Kaur，2013
；Kaur et al，2016B）。结婚年
龄的差距减少婚姻挤压，因为

通常出生性别比往往随孩次的
增加而上升。二孩的出生性别
比一直高于一孩，而三孩更高
（UNFPA China, 2007）。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中国
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而
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三
孩以及更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则
呈现不稳定趋势（Li, Shang and 
Feldman, 2013）。一孩出生性别
比由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
106.5、105.4及107.1上升至2010
年的113.7（UNFPA，2016），而
且城乡及多数省份均不正常。这
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影响
出生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可能正
在发生改变，今后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这些因素。举例来说，
虽然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
策，但养育孩子日益增加的成本
或许使有的家庭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并且想在唯一的一次生育行
为中生出男孩。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显著影响着中
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创立全
球性别差距指数，按年度向世界
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根
据此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后果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人口性
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其他严重
的人口和社会后果，包括1)婚姻
挤压、2)潜在的不稳定性、3)对
不能结婚的男性带来严重的后
果、4 )人口拐卖和性工作的增
多，和5)因女性数量下降带来儿
童数量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长远影响等方面。婚姻挤压指的
是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
婚女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有
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女性歧视
的增加。据人口学家根据一些
模型的预测（Li，2007；UNFPA 
APRO，2012），男性人口数量
的增加会扩大年轻男性和年轻女
性之间的数量差距，使适婚男性

图二：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分省出生性别比

来源：中国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球130个国家中排行69位；2014
年，中国的排名在142个国家中
下跌18位至87位。2015年，2016
年和最新公布的2017年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继续下滑到91位、99
位和100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在所有国家中排名
最后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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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十岁单身男性的比例，根据三种出生性别比情景，中国，2005—2100年

来源：Guilmoto, Christophe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Demography, 49(1): 77-100

男性可以选择同龄或比他们年轻
的女性，但是“上嫁”恶化婚姻挤
压，因为女性希望嫁给比她们
年长、更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男
性。Gupta等（2010）的研究显
示，愈低学历的男性愈容易经历
单身，因为女性偏爱有更好前景
的男性，有需要时可以从贫穷的
地区流动到富裕的地区。这解释
了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贫困
的男性受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

一些关于性别比失衡在亚洲的影
响的研究显示，无法在本地找到
结婚对象的男性会倾向选择来自
更低经济背景、其它民族或偏
远地区的女性来做新娘（UNFPA 
APRO，2012）。因此，失衡的
性别比有可能增加中国单身男性
从邻国，例如缅甸、越南等地寻
求外籍新娘的可能性。一些进行
中的研究也希望探究对外籍新娘
的上升需求是否造就了贩卖外籍
女性的市场。即使是自愿的外籍
新娘，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往往
令她们身陷脆弱的境况。但即使
外籍新娘有上升的趋势，对于人
口高度密集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失
衡的中国和印度而言，也无法满
足日益上升的单身男性的需求，

中国已经有6600万的性别缺口，
而印度也有4300万的性别缺口，
合计有一亿零九百万的过剩男性
（UNFPA APRO，2012）。

一些学者认为上升的性别比失
衡导致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因
为未婚男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Edlund et al., 2007, 2010; Golley 
and Tyers, 2012; Hudson and den 
Boer, 2004, 2008）；而另一些学
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位
低和未结婚的男性对社会治安
构成威胁（Hesketh et al., 2011;   
Kaur et al., 2016）。在中国和印
度，这类男性往往自卑，容易患
上抑郁症。从现有文献来看，虽
然不同的研究对于性别比和犯罪
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未婚男性来自社
会中的弱势和较低地位群体。研
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
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
较弱，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
份（Gupta et al., 2010; Sharygin et 
al., 2013）。这种未婚男性在地域
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所以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
制度应扩大人口覆盖面。

女性人口的缺失有可能导致生育

率进一步下滑，加剧人口老龄
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劳动力
削减带来的影响（Li，Jiang and 
Feldman，2006）。阻碍中国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快速上升因
素之一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
力市场萎缩和最终收紧。出生性
别比失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低生
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减少了生育年
龄的女性的比例，进而进一步减
慢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Golley 
and Tyers，2012）。

由于歧视女性所导致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影响女孩和妇女的权
利，包括她们生存、参与和发展
的权利。另外，婚姻市场失衡有
可能转化为迫使女性结婚并承担
传统生殖责任的压力，刺激买
卖婚姻，拐卖妇女和女孩，以
及增加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
力。这些都威胁着妇女和女孩
的安全（Yang et al，2012; Li and 
Jin，2012）。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仍需持久努力

 

图 1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 

资料来源：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2018》, 《2019 年我国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 2022 年《数说十年》报告，2022 年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 年

卫生健康事业统计公报。 

11..  城城市市、、镇镇与与乡乡村村出出生生性性别别比比趋趋同同  

2020 年，城市、镇与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均高于正常范围但差

距缩小。2000 年来，城市、镇与乡村出生性别比均偏高，但城市

一直最低，镇和乡村不相上下。在下降过程中，镇和乡村出生性

别比下降快于城市，出生性别比出现城乡趋同。2020 年，城市为

110.6，镇与乡村分别为 111.6 与 111.7（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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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
仍需持久努力 1

概要

作为一种有害行为，基于性别偏
见的性别选择（下称性别选择）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和女
孩在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方
面不平等的现象（UNFPA APRO, 
2012）。父权结构加深了对男孩
的偏好，也在社会上造成对妇女
与女孩的暴力和歧视。高速的科
技发展使父母可以事先了解胎儿
的性别，加上生育率下降，增长
了性别选择的行为。换言之，性

别选择行为的先决条件有三：男
孩偏好和生育率的快速下滑激发
了对性别选择的“需要”（“需求”
方面），而性别选择技术的可及
使之变得可能（“供应”方面）。

性别选择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1。 
数据显示，过去数十年，由男孩
偏好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在数
个南亚、东亚和中亚以至东欧
国家有所加剧（Guilmoto, 2009; 

UNPFA APRO, 2012）。随着时间
的推移，加剧的趋势进一步蔓
延；八十年代始于几个亚洲国家
（韩国、中国和印度），紧接着
高加索地带的一些国家（阿塞拜
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于九
十年代开始，直至最近的黑山共
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

在面临同样挑战的国家中，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持续的时间最
长，且最严重。中国的出生性别
比失衡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期，九十年代攀升到110以上，
在2004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记
录——121.18（UNFPA, 2016）。
为了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中国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国际伙伴
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实施了各种干
预措施。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
国的出生性别比目前已进入平稳
期，在过去七年里持续下降——
由2009年的119.45下降至2015年
的113.51（图一）。尽管如此，
出生性别比仍高于103—107的
正常值。就地域分布而言，性别
比失衡首先于八十年代初期出现
在安徽、河南、广东和广西等省
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性别比失衡已扩散至除西藏以外
的所有省份。（图二）

图一：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趋势

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官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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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

生性别比依旧偏高，偏高的主要贡

献人群从农村转变为城市，从二孩转

变为一孩。在生男偏好普遍减弱的情

况下，一些地区育龄人群的生男偏好

仍然强劲。对这些地区的质性研究发

现，父代仍存在很强的男孩偏好，在

传统家族主义文化与父权制影响下，

经由家庭内的代际影响和胎儿性别选

择技术的应用，促成了子代的性别选

择行为。在生育政策放宽的背景下，

满足男孩偏好与意愿生育数量仍存在

竞争与冲突。未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仍存在下降速度减缓和低位波动的风

险，需要持之以恒的治理。1

1　政策简报由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汤梦君

研究员撰写

一、中国出生性别
比依然偏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100名活产女

婴对应的活产男婴数，正常范围在

103-107。它高于正常范围意味着女

婴生存权在未出生时就被剥夺，是性

别不平等最直接的表现。长期偏高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严重侵害女性的

图1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

资料来源：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8》, 《2019年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22年《数说十年》报告，2022年数据来自国家

卫生健康委2022年卫生健康事业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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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出未婚女性3。根据UNFPA 
APRO（2012）预测显示，在中
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年龄的
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年龄
的女性。同时，婚姻模型预测也
显示，2030年以后，这两个国家
准备结婚的单身男性的数量将超
过相应未婚女性数量的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之多。Guilmoto（2012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情
景，对2005至2100年中国的单身
男性数量作出预测4，即使中国的
出生性别比于2020年之前回归到
正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
设，到2055年仍有多达百分之十
五的中国男性在五十岁时未能找
到妻子（图三）。

2014年7月11日在沈阳举办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到2030年估计将会有
3000万年轻男性被迫成为单身
男性。这些大量不能结婚的男性
（俗称“光棍”）将会无可避免地
造成婚姻挤压，带来深远的社会
影响和后果。对中国和印度的研
究揭示出男女在结婚时有年龄差
距，且女性“上嫁”（Kaur，2013
；Kaur et al，2016B）。结婚年
龄的差距减少婚姻挤压，因为

通常出生性别比往往随孩次的
增加而上升。二孩的出生性别
比一直高于一孩，而三孩更高
（UNFPA China, 2007）。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中国
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而
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三
孩以及更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则
呈现不稳定趋势（Li, Shang and 
Feldman, 2013）。一孩出生性别
比由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
106.5、105.4及107.1上升至2010
年的113.7（UNFPA，2016），而
且城乡及多数省份均不正常。这
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影响
出生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可能正
在发生改变，今后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这些因素。举例来说，
虽然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
策，但养育孩子日益增加的成本
或许使有的家庭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并且想在唯一的一次生育行
为中生出男孩。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显著影响着中
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创立全
球性别差距指数，按年度向世界
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根
据此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后果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人口性
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其他严重
的人口和社会后果，包括1)婚姻
挤压、2)潜在的不稳定性、3)对
不能结婚的男性带来严重的后
果、4 )人口拐卖和性工作的增
多，和5)因女性数量下降带来儿
童数量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长远影响等方面。婚姻挤压指的
是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
婚女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有
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女性歧视
的增加。据人口学家根据一些
模型的预测（Li，2007；UNFPA 
APRO，2012），男性人口数量
的增加会扩大年轻男性和年轻女
性之间的数量差距，使适婚男性

图二：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分省出生性别比

来源：中国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球130个国家中排行69位；2014
年，中国的排名在142个国家中
下跌18位至87位。2015年，2016
年和最新公布的2017年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继续下滑到91位、99
位和100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在所有国家中排名
最后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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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十岁单身男性的比例，根据三种出生性别比情景，中国，2005—2100年

来源：Guilmoto, Christophe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Demography, 49(1): 77-100

男性可以选择同龄或比他们年轻
的女性，但是“上嫁”恶化婚姻挤
压，因为女性希望嫁给比她们
年长、更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男
性。Gupta等（2010）的研究显
示，愈低学历的男性愈容易经历
单身，因为女性偏爱有更好前景
的男性，有需要时可以从贫穷的
地区流动到富裕的地区。这解释
了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贫困
的男性受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

一些关于性别比失衡在亚洲的影
响的研究显示，无法在本地找到
结婚对象的男性会倾向选择来自
更低经济背景、其它民族或偏
远地区的女性来做新娘（UNFPA 
APRO，2012）。因此，失衡的
性别比有可能增加中国单身男性
从邻国，例如缅甸、越南等地寻
求外籍新娘的可能性。一些进行
中的研究也希望探究对外籍新娘
的上升需求是否造就了贩卖外籍
女性的市场。即使是自愿的外籍
新娘，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往往
令她们身陷脆弱的境况。但即使
外籍新娘有上升的趋势，对于人
口高度密集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失
衡的中国和印度而言，也无法满
足日益上升的单身男性的需求，

中国已经有6600万的性别缺口，
而印度也有4300万的性别缺口，
合计有一亿零九百万的过剩男性
（UNFPA APRO，2012）。

一些学者认为上升的性别比失
衡导致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因
为未婚男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Edlund et al., 2007, 2010; Golley 
and Tyers, 2012; Hudson and den 
Boer, 2004, 2008）；而另一些学
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位
低和未结婚的男性对社会治安
构成威胁（Hesketh et al., 2011;   
Kaur et al., 2016）。在中国和印
度，这类男性往往自卑，容易患
上抑郁症。从现有文献来看，虽
然不同的研究对于性别比和犯罪
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未婚男性来自社
会中的弱势和较低地位群体。研
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
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
较弱，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
份（Gupta et al., 2010; Sharygin et 
al., 2013）。这种未婚男性在地域
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所以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
制度应扩大人口覆盖面。

女性人口的缺失有可能导致生育

率进一步下滑，加剧人口老龄
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劳动力
削减带来的影响（Li，Jiang and 
Feldman，2006）。阻碍中国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快速上升因
素之一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
力市场萎缩和最终收紧。出生性
别比失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低生
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减少了生育年
龄的女性的比例，进而进一步减
慢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Golley 
and Tyers，2012）。

由于歧视女性所导致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影响女孩和妇女的权
利，包括她们生存、参与和发展
的权利。另外，婚姻市场失衡有
可能转化为迫使女性结婚并承担
传统生殖责任的压力，刺激买
卖婚姻，拐卖妇女和女孩，以
及增加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
力。这些都威胁着妇女和女孩
的安全（Yang et al，2012; Li and 
Jin，2012）。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仍需持久努力

生存权与发展权，也影响家庭和谐与

国家长治久安。

我国是全球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

时间最长的国家，始于20世纪80年

代，一度达到了120以上的全球最高

水平。近十多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

稳步下降（见图1），2020年第七次

人口普查为111.3，2021年与2022年

出现波动。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性差

异显著。

1. 城市、镇与乡村出生性别比
趋同

2020年，城市、镇与乡村的出生性

别比均高于正常范围但差距缩小。

2000年来，城市、镇与乡村出生性别

比均偏高，但城市一直最低，镇和乡

村不相上下。在下降过程中，镇和乡

村出生性别比下降快于城市，出生性

别比出现城乡趋同。2020年，城市

为110.6，镇与乡村分别为111.6与

111.7（见图2）。

2. 二孩出生性别比已回落至正
常范围

一孩性别比自2010年偏高后，保持

在113，2020年没有明显缓解。2020

年，二孩出生性别比首次回落至正常

范围，为106.8。三孩、四孩和五孩

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均大幅下降（见

表2），但仍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

随孩次的分布呈现“U”型，打破了

以往出生性别比随孩次上升而增长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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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hanges in China's SRB  

Sources: population censuses;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s; Statistical Data on Women and Children in China 2018; Statistical 
Communiqu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Undertaking in 2018; "Decade in Numbers" report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2). Data for 2022 comes from the 2022 Statistical Communique of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n the Health 
Undertaking.   

1. Convergence of SRBs in Cities, Townships, and Villages  
In 2020, SRBs in urban areas, township areas, and rural areas all hovered above 

the normal range but with reduced disparities. Since 2000, SRBs have remained 
consistently high in urban areas, township areas,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lowest ratio 
observed in cities and tied ratios observed in townships and villages. During the decline, 
SRBs decreased more rapidly in townships and villages than in cities, resulting in a 
convergence of SRB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2020, SRBs stood at 110.6 in 
cities, 111.6 in townships, and 111.7 in villages (see Figure 2).   

 
Figure 2 SRBs in urban , township, and rural areas (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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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0-2020年全国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2

2　2000、2010 及 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仅长表数据中报告了分孩次性别比，因此此处使用长表

数据。长表与短表的全国出生性别比有一定差异。

3. 乡村与镇二孩出生性别比回
归 正 常 是 二 孩 性 别 比 下 降 的
主因 

乡村、镇与城市分孩次出生人口性别

比上升与下降步调不一致，快速的城

镇化让乡村出生人口占比不断缩小。

乡村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时间最

晚，且在1990与2000年乡村出生一

孩分别占 72.4%与60.8%，大大推迟

了全国一孩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时间。

2010年后，随着乡村一孩出生性别

比升至113.6，一孩中乡村占比降至

48.7%，全国一孩出生性别比也出现

失衡。2020年，乡村与镇二孩出生性

别比先于且快于城市回归正常，乡村

与镇出生的二孩累计占二孩出生的

58%，有效地拉低了全国二孩出生性

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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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出未婚女性3。根据UNFPA 
APRO（2012）预测显示，在中
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年龄的
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年龄
的女性。同时，婚姻模型预测也
显示，2030年以后，这两个国家
准备结婚的单身男性的数量将超
过相应未婚女性数量的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之多。Guilmoto（2012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情
景，对2005至2100年中国的单身
男性数量作出预测4，即使中国的
出生性别比于2020年之前回归到
正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
设，到2055年仍有多达百分之十
五的中国男性在五十岁时未能找
到妻子（图三）。

2014年7月11日在沈阳举办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到2030年估计将会有
3000万年轻男性被迫成为单身
男性。这些大量不能结婚的男性
（俗称“光棍”）将会无可避免地
造成婚姻挤压，带来深远的社会
影响和后果。对中国和印度的研
究揭示出男女在结婚时有年龄差
距，且女性“上嫁”（Kaur，2013
；Kaur et al，2016B）。结婚年
龄的差距减少婚姻挤压，因为

通常出生性别比往往随孩次的
增加而上升。二孩的出生性别
比一直高于一孩，而三孩更高
（UNFPA China, 2007）。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中国
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而
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三
孩以及更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则
呈现不稳定趋势（Li, Shang and 
Feldman, 2013）。一孩出生性别
比由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
106.5、105.4及107.1上升至2010
年的113.7（UNFPA，2016），而
且城乡及多数省份均不正常。这
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影响
出生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可能正
在发生改变，今后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这些因素。举例来说，
虽然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
策，但养育孩子日益增加的成本
或许使有的家庭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并且想在唯一的一次生育行
为中生出男孩。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显著影响着中
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创立全
球性别差距指数，按年度向世界
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根
据此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后果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人口性
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其他严重
的人口和社会后果，包括1)婚姻
挤压、2)潜在的不稳定性、3)对
不能结婚的男性带来严重的后
果、4 )人口拐卖和性工作的增
多，和5)因女性数量下降带来儿
童数量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长远影响等方面。婚姻挤压指的
是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
婚女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有
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女性歧视
的增加。据人口学家根据一些
模型的预测（Li，2007；UNFPA 
APRO，2012），男性人口数量
的增加会扩大年轻男性和年轻女
性之间的数量差距，使适婚男性

图二：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分省出生性别比

来源：中国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球130个国家中排行69位；2014
年，中国的排名在142个国家中
下跌18位至87位。2015年，2016
年和最新公布的2017年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继续下滑到91位、99
位和100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在所有国家中排名
最后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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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十岁单身男性的比例，根据三种出生性别比情景，中国，2005—2100年

来源：Guilmoto, Christophe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Demography, 49(1): 77-100

男性可以选择同龄或比他们年轻
的女性，但是“上嫁”恶化婚姻挤
压，因为女性希望嫁给比她们
年长、更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男
性。Gupta等（2010）的研究显
示，愈低学历的男性愈容易经历
单身，因为女性偏爱有更好前景
的男性，有需要时可以从贫穷的
地区流动到富裕的地区。这解释
了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贫困
的男性受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

一些关于性别比失衡在亚洲的影
响的研究显示，无法在本地找到
结婚对象的男性会倾向选择来自
更低经济背景、其它民族或偏
远地区的女性来做新娘（UNFPA 
APRO，2012）。因此，失衡的
性别比有可能增加中国单身男性
从邻国，例如缅甸、越南等地寻
求外籍新娘的可能性。一些进行
中的研究也希望探究对外籍新娘
的上升需求是否造就了贩卖外籍
女性的市场。即使是自愿的外籍
新娘，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往往
令她们身陷脆弱的境况。但即使
外籍新娘有上升的趋势，对于人
口高度密集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失
衡的中国和印度而言，也无法满
足日益上升的单身男性的需求，

中国已经有6600万的性别缺口，
而印度也有4300万的性别缺口，
合计有一亿零九百万的过剩男性
（UNFPA APRO，2012）。

一些学者认为上升的性别比失
衡导致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因
为未婚男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Edlund et al., 2007, 2010; Golley 
and Tyers, 2012; Hudson and den 
Boer, 2004, 2008）；而另一些学
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位
低和未结婚的男性对社会治安
构成威胁（Hesketh et al., 2011;   
Kaur et al., 2016）。在中国和印
度，这类男性往往自卑，容易患
上抑郁症。从现有文献来看，虽
然不同的研究对于性别比和犯罪
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未婚男性来自社
会中的弱势和较低地位群体。研
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
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
较弱，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
份（Gupta et al., 2010; Sharygin et 
al., 2013）。这种未婚男性在地域
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所以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
制度应扩大人口覆盖面。

女性人口的缺失有可能导致生育

率进一步下滑，加剧人口老龄
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劳动力
削减带来的影响（Li，Jiang and 
Feldman，2006）。阻碍中国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快速上升因
素之一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
力市场萎缩和最终收紧。出生性
别比失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低生
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减少了生育年
龄的女性的比例，进而进一步减
慢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Golley 
and Tyers，2012）。

由于歧视女性所导致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影响女孩和妇女的权
利，包括她们生存、参与和发展
的权利。另外，婚姻市场失衡有
可能转化为迫使女性结婚并承担
传统生殖责任的压力，刺激买
卖婚姻，拐卖妇女和女孩，以
及增加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
力。这些都威胁着妇女和女孩
的安全（Yang et al，2012; Li and 
Ji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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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0-2020年分城乡、孩次的出生性别比

城市 镇 乡村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1990 106.0 121.5 133.0 108.5 125.7 130.9 105.1 121.1 127.2 

2000 108.9 147.6 169.1 110.4 154.6 180.4 105.7 152.1 157.0 

2010 113.4 132.2 175.3 114.5 132.9 169.0 113.6 129.0 154.2 

2020 112.0 108.3 144.3 114.4 106.7 135.7 114.1 104.9 125.4

4.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从全国
性问题转为区域性问题

出生性别比既呈现全国渐趋正常的积

极态势，也面临部分地区失衡形势仍

较为严峻的挑战。2020年，原来偏高

省份的出生性别比均出现下降，9个

省份地区已降至正常范围，东北和西

北及部分中部省区的出生性别比已回

归正常。虽然尚有20个省份出生性别

比偏高，但偏高程度已大幅减小，最

高值出现在江西省，为122.4。表3可

见，110以下的省份在增加，出现向

正常范围的聚拢趋势。

异常偏高的省份与地市均呈明显的地

理集聚特征，说明出生性别失衡越来

越成为少数现象。偏高省份集中在东

部与南部地区（见图5）。以市级0岁

性别比间接估计出生人口性别比，纳

入分析的277个地级市中，173个市0岁

人口性别比仍偏高，占62.5%。120及

以上的有21个地级市，均在出生性别

比偏高省份。这些地市地理上相连，

形成3个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钉子

户”,分别为粤西-海南片、闽西片以

及鄂东南、湘南和赣西片（图2）。

表4    1990-2020年出生性别比分组的省份数量

107.9- 108.0-109.9 110.0-119.9 120.0-129.9 130.0+

1990 8 5 17

2000 3 4 17 5 2

2010 2 1 19 9

2020 11 9 9 2

表5  2020年市级0岁组性别比

地级市数量（个） 比例（%）

0岁性别比 总计
在出生性别比

偏高省份

排除人口

不足万人后
总计

在出生性别比

偏高省份

排除人口

不足万人后

120.0-129.9 21 21 19 6.2 9.9 6.9

110.0-119.9 128 115 117 38.0 54.0 42.2

108.0-109.9 49 24 37 14.5 11.3 13.4

107.9- 139 53 104 41.2 24.9 37.5

总计 337 213 277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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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出未婚女性3。根据UNFPA 
APRO（2012）预测显示，在中
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年龄的
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年龄
的女性。同时，婚姻模型预测也
显示，2030年以后，这两个国家
准备结婚的单身男性的数量将超
过相应未婚女性数量的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之多。Guilmoto（2012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情
景，对2005至2100年中国的单身
男性数量作出预测4，即使中国的
出生性别比于2020年之前回归到
正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
设，到2055年仍有多达百分之十
五的中国男性在五十岁时未能找
到妻子（图三）。

2014年7月11日在沈阳举办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到2030年估计将会有
3000万年轻男性被迫成为单身
男性。这些大量不能结婚的男性
（俗称“光棍”）将会无可避免地
造成婚姻挤压，带来深远的社会
影响和后果。对中国和印度的研
究揭示出男女在结婚时有年龄差
距，且女性“上嫁”（Kaur，2013
；Kaur et al，2016B）。结婚年
龄的差距减少婚姻挤压，因为

通常出生性别比往往随孩次的
增加而上升。二孩的出生性别
比一直高于一孩，而三孩更高
（UNFPA China, 2007）。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中国
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而
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三
孩以及更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则
呈现不稳定趋势（Li, Shang and 
Feldman, 2013）。一孩出生性别
比由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
106.5、105.4及107.1上升至2010
年的113.7（UNFPA，2016），而
且城乡及多数省份均不正常。这
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影响
出生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可能正
在发生改变，今后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这些因素。举例来说，
虽然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
策，但养育孩子日益增加的成本
或许使有的家庭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并且想在唯一的一次生育行
为中生出男孩。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显著影响着中
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创立全
球性别差距指数，按年度向世界
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根
据此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后果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人口性
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其他严重
的人口和社会后果，包括1)婚姻
挤压、2)潜在的不稳定性、3)对
不能结婚的男性带来严重的后
果、4 )人口拐卖和性工作的增
多，和5)因女性数量下降带来儿
童数量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长远影响等方面。婚姻挤压指的
是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
婚女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有
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女性歧视
的增加。据人口学家根据一些
模型的预测（Li，2007；UNFPA 
APRO，2012），男性人口数量
的增加会扩大年轻男性和年轻女
性之间的数量差距，使适婚男性

图二：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分省出生性别比

来源：中国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球130个国家中排行69位；2014
年，中国的排名在142个国家中
下跌18位至87位。2015年，2016
年和最新公布的2017年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继续下滑到91位、99
位和100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在所有国家中排名
最后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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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十岁单身男性的比例，根据三种出生性别比情景，中国，2005—2100年

来源：Guilmoto, Christophe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Demography, 49(1): 77-100

男性可以选择同龄或比他们年轻
的女性，但是“上嫁”恶化婚姻挤
压，因为女性希望嫁给比她们
年长、更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男
性。Gupta等（2010）的研究显
示，愈低学历的男性愈容易经历
单身，因为女性偏爱有更好前景
的男性，有需要时可以从贫穷的
地区流动到富裕的地区。这解释
了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贫困
的男性受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

一些关于性别比失衡在亚洲的影
响的研究显示，无法在本地找到
结婚对象的男性会倾向选择来自
更低经济背景、其它民族或偏
远地区的女性来做新娘（UNFPA 
APRO，2012）。因此，失衡的
性别比有可能增加中国单身男性
从邻国，例如缅甸、越南等地寻
求外籍新娘的可能性。一些进行
中的研究也希望探究对外籍新娘
的上升需求是否造就了贩卖外籍
女性的市场。即使是自愿的外籍
新娘，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往往
令她们身陷脆弱的境况。但即使
外籍新娘有上升的趋势，对于人
口高度密集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失
衡的中国和印度而言，也无法满
足日益上升的单身男性的需求，

中国已经有6600万的性别缺口，
而印度也有4300万的性别缺口，
合计有一亿零九百万的过剩男性
（UNFPA APRO，2012）。

一些学者认为上升的性别比失
衡导致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因
为未婚男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Edlund et al., 2007, 2010; Golley 
and Tyers, 2012; Hudson and den 
Boer, 2004, 2008）；而另一些学
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位
低和未结婚的男性对社会治安
构成威胁（Hesketh et al., 2011;   
Kaur et al., 2016）。在中国和印
度，这类男性往往自卑，容易患
上抑郁症。从现有文献来看，虽
然不同的研究对于性别比和犯罪
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未婚男性来自社
会中的弱势和较低地位群体。研
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
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
较弱，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
份（Gupta et al., 2010; Sharygin et 
al., 2013）。这种未婚男性在地域
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所以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
制度应扩大人口覆盖面。

女性人口的缺失有可能导致生育

率进一步下滑，加剧人口老龄
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劳动力
削减带来的影响（Li，Jiang and 
Feldman，2006）。阻碍中国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快速上升因
素之一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
力市场萎缩和最终收紧。出生性
别比失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低生
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减少了生育年
龄的女性的比例，进而进一步减
慢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Golley 
and Tyers，2012）。

由于歧视女性所导致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影响女孩和妇女的权
利，包括她们生存、参与和发展
的权利。另外，婚姻市场失衡有
可能转化为迫使女性结婚并承担
传统生殖责任的压力，刺激买
卖婚姻，拐卖妇女和女孩，以
及增加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
力。这些都威胁着妇女和女孩
的安全（Yang et al，2012; Li and 
Jin，2012）。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仍需持久努力

Thousand  Thousand  

120.0-129.9 21 21 19  6.2 9.9 6.9 

110.0-119.9 128 115 117  38.0 54.0 42.2 

108.0-109.9 49 24 37  14.5 11.3 13.4 

107.9- 139 53 104  41.2 24.9 37.5 

Total 337 213 277  100.0 100.0 100.0 

 

 
Figure 4 SRB Echelons at Provincial Level (1990-2020)  

 

图5   1990-2020年省级的出生性别比分组

图4  2020年市级0岁组出生人口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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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出未婚女性3。根据UNFPA 
APRO（2012）预测显示，在中
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年龄的
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年龄
的女性。同时，婚姻模型预测也
显示，2030年以后，这两个国家
准备结婚的单身男性的数量将超
过相应未婚女性数量的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之多。Guilmoto（2012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情
景，对2005至2100年中国的单身
男性数量作出预测4，即使中国的
出生性别比于2020年之前回归到
正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
设，到2055年仍有多达百分之十
五的中国男性在五十岁时未能找
到妻子（图三）。

2014年7月11日在沈阳举办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到2030年估计将会有
3000万年轻男性被迫成为单身
男性。这些大量不能结婚的男性
（俗称“光棍”）将会无可避免地
造成婚姻挤压，带来深远的社会
影响和后果。对中国和印度的研
究揭示出男女在结婚时有年龄差
距，且女性“上嫁”（Kaur，2013
；Kaur et al，2016B）。结婚年
龄的差距减少婚姻挤压，因为

通常出生性别比往往随孩次的
增加而上升。二孩的出生性别
比一直高于一孩，而三孩更高
（UNFPA China, 2007）。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中国
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而
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三
孩以及更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则
呈现不稳定趋势（Li, Shang and 
Feldman, 2013）。一孩出生性别
比由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
106.5、105.4及107.1上升至2010
年的113.7（UNFPA，2016），而
且城乡及多数省份均不正常。这
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影响
出生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可能正
在发生改变，今后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这些因素。举例来说，
虽然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
策，但养育孩子日益增加的成本
或许使有的家庭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并且想在唯一的一次生育行
为中生出男孩。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显著影响着中
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创立全
球性别差距指数，按年度向世界
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根
据此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后果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人口性
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其他严重
的人口和社会后果，包括1)婚姻
挤压、2)潜在的不稳定性、3)对
不能结婚的男性带来严重的后
果、4 )人口拐卖和性工作的增
多，和5)因女性数量下降带来儿
童数量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长远影响等方面。婚姻挤压指的
是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
婚女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有
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女性歧视
的增加。据人口学家根据一些
模型的预测（Li，2007；UNFPA 
APRO，2012），男性人口数量
的增加会扩大年轻男性和年轻女
性之间的数量差距，使适婚男性

图二：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分省出生性别比

来源：中国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球130个国家中排行69位；2014
年，中国的排名在142个国家中
下跌18位至87位。2015年，2016
年和最新公布的2017年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继续下滑到91位、99
位和100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在所有国家中排名
最后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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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十岁单身男性的比例，根据三种出生性别比情景，中国，2005—2100年

来源：Guilmoto, Christophe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Demography, 49(1): 77-100

男性可以选择同龄或比他们年轻
的女性，但是“上嫁”恶化婚姻挤
压，因为女性希望嫁给比她们
年长、更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男
性。Gupta等（2010）的研究显
示，愈低学历的男性愈容易经历
单身，因为女性偏爱有更好前景
的男性，有需要时可以从贫穷的
地区流动到富裕的地区。这解释
了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贫困
的男性受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

一些关于性别比失衡在亚洲的影
响的研究显示，无法在本地找到
结婚对象的男性会倾向选择来自
更低经济背景、其它民族或偏
远地区的女性来做新娘（UNFPA 
APRO，2012）。因此，失衡的
性别比有可能增加中国单身男性
从邻国，例如缅甸、越南等地寻
求外籍新娘的可能性。一些进行
中的研究也希望探究对外籍新娘
的上升需求是否造就了贩卖外籍
女性的市场。即使是自愿的外籍
新娘，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往往
令她们身陷脆弱的境况。但即使
外籍新娘有上升的趋势，对于人
口高度密集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失
衡的中国和印度而言，也无法满
足日益上升的单身男性的需求，

中国已经有6600万的性别缺口，
而印度也有4300万的性别缺口，
合计有一亿零九百万的过剩男性
（UNFPA APRO，2012）。

一些学者认为上升的性别比失
衡导致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因
为未婚男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Edlund et al., 2007, 2010; Golley 
and Tyers, 2012; Hudson and den 
Boer, 2004, 2008）；而另一些学
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位
低和未结婚的男性对社会治安
构成威胁（Hesketh et al., 2011;   
Kaur et al., 2016）。在中国和印
度，这类男性往往自卑，容易患
上抑郁症。从现有文献来看，虽
然不同的研究对于性别比和犯罪
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未婚男性来自社
会中的弱势和较低地位群体。研
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
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
较弱，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
份（Gupta et al., 2010; Sharygin et 
al., 2013）。这种未婚男性在地域
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所以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
制度应扩大人口覆盖面。

女性人口的缺失有可能导致生育

率进一步下滑，加剧人口老龄
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劳动力
削减带来的影响（Li，Jiang and 
Feldman，2006）。阻碍中国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快速上升因
素之一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
力市场萎缩和最终收紧。出生性
别比失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低生
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减少了生育年
龄的女性的比例，进而进一步减
慢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Golley 
and Tyers，2012）。

由于歧视女性所导致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影响女孩和妇女的权
利，包括她们生存、参与和发展
的权利。另外，婚姻市场失衡有
可能转化为迫使女性结婚并承担
传统生殖责任的压力，刺激买
卖婚姻，拐卖妇女和女孩，以
及增加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
力。这些都威胁着妇女和女孩
的安全（Yang et al，2012; Li and 
Jin，2012）。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仍需持久努力

5. 城市、一孩以及广东省对全
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贡献率大

全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贡献人群

从农村转变为城市，从二孩转变为一

孩。根据孩次、城乡及各省出生人口

性别偏高的程度以及出生女婴的规

模，可计算不同人群性别比偏高对全

国偏高的贡献率3。贡献率大小由性

别比偏高程度及出生人口规模共同决

定。分孩次来看，一孩性别比作出了

53.2%的贡献，三孩为40.4%。分城乡

来看，城市贡献率为41.9%，乡村为

30.1%，镇为28.1%。2020年出生性别

比最高的10个省份对全国出生性别比

偏高的贡献达49%，比2015年下降了

约30个百分比。近些年来，河南、山

东、河北与四川这些出生人口大省的

性别比下降幅度较大，且各省性别比

的数值趋向集中，使得各省贡献率的

差异缩小。分省份来看，广东省出生

人口规模大，对2020年出生性别比异

常的贡献率最高，为11%。

3　贡献率指这一人群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在

总体升高中占有的份额，计算公式为（各

人群出生人口性别比 /100-1.07）/( 全

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100-1.07)*( 各地区

出生女婴数 / 全国出生女婴数 )，参考蔡

菲 .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因素贡献率 [J].

人口研究 ,2007(04):9-19.

二、部分省份出生
人口性别比仍异常
偏高的原因

生育政策的放宽减少了对生育空间

的挤压，生育性别偏好愈发成为出

生性别比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经济

稳步发展、女性地位的提升削弱了

生男偏好，但文化习俗差异、区域

发展不均衡等决定了这一进程速度

不一，从而导致部分省份出生人口

性别比仍异常偏高。

1. 生男偏好总体减弱，但部分
省份在传统家庭伦理及“孝”
文化影响下，父代的生男偏好
助推了子代的生男行为。

对五次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

据4分析可知，在全国层面，育龄人

群的生育性别偏好已完成从儿女双

全基础上的男孩偏好向女孩偏好的

转变。绝大多数省份生育性别偏好

呈现出相对偏女的倾向，但东南地

区的江西、海南、福建与广东、广

西等省男孩偏好仍盛行。

对现居广东、江西、福建、广西、

浙江与河南的质性研究发现，目前

处于生育高峰的80、90后人群“必

须有儿子”的观念已然淡化，无偏

好或女儿偏好在增多。即使偏好男

孩，也表现为有男既可，而非男孩

4　分别为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

调查、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抽

样调查、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

调查、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以及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

越多越好，甚至还有一定的“两男恐

惧”。但生育性别偏好的代际差异显

著，父代男孩偏好仍然强烈。

在这些省份，传统家庭伦理与“孝”

观念格外深入人心，生育不仅是夫妇

的事，更关系着大家庭的繁衍。部分

父代通过对子代家庭持续性资源供给

（如经济投入、情感互动、照料支持

等）获得了参与子代家庭事务的权力 

，加大对子代生育行为的影响。子代

家庭根据小家庭资源多少以及自主性

的强弱做出不同回应。一些年轻夫妇

倾向于按照父代意愿生育男孩，作为

对父代的交待与投入资源的回报。

2. 部分省份男孩偏好的社会文
化土壤还相当深厚

在这些省份，从夫居在松动，养儿防

老观念大大弱化，儿子的实用性功能

在减少。女儿对父母的情感与照料支

持被逐渐认可。男性的婚姻成本较

高，增加了父母的经济压力。随着生

育决策从“家本位”向“家本位与个

人本位并立”转变，儿子与女儿的价

值差异在缩小。

尽管如此，家族主义与父权制的影响

并不能全面消除。男性是一家之主和

传宗接代的人选。在家庭成员界定以

及祭祖、续家谱等家族活动中，仍然

儿女内外有别。在农村，有没有儿子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在村子里的

地位。在部分地区房屋拆迁及集体利

益分配中，女儿难以获得与儿子同等

份额。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娘家

通过增加婚嫁投入来提升女儿在夫家

的地位，由此导致女儿父母经济压力

的增大，可能反向拉大儿女的价值差

异，从而抑制男孩偏好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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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出未婚女性3。根据UNFPA 
APRO（2012）预测显示，在中
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年龄的
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年龄
的女性。同时，婚姻模型预测也
显示，2030年以后，这两个国家
准备结婚的单身男性的数量将超
过相应未婚女性数量的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之多。Guilmoto（2012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情
景，对2005至2100年中国的单身
男性数量作出预测4，即使中国的
出生性别比于2020年之前回归到
正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
设，到2055年仍有多达百分之十
五的中国男性在五十岁时未能找
到妻子（图三）。

2014年7月11日在沈阳举办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到2030年估计将会有
3000万年轻男性被迫成为单身
男性。这些大量不能结婚的男性
（俗称“光棍”）将会无可避免地
造成婚姻挤压，带来深远的社会
影响和后果。对中国和印度的研
究揭示出男女在结婚时有年龄差
距，且女性“上嫁”（Kaur，2013
；Kaur et al，2016B）。结婚年
龄的差距减少婚姻挤压，因为

通常出生性别比往往随孩次的
增加而上升。二孩的出生性别
比一直高于一孩，而三孩更高
（UNFPA China, 2007）。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中国
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而
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三
孩以及更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则
呈现不稳定趋势（Li, Shang and 
Feldman, 2013）。一孩出生性别
比由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
106.5、105.4及107.1上升至2010
年的113.7（UNFPA，2016），而
且城乡及多数省份均不正常。这
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影响
出生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可能正
在发生改变，今后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这些因素。举例来说，
虽然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
策，但养育孩子日益增加的成本
或许使有的家庭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并且想在唯一的一次生育行
为中生出男孩。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显著影响着中
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创立全
球性别差距指数，按年度向世界
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根
据此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后果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人口性
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其他严重
的人口和社会后果，包括1)婚姻
挤压、2)潜在的不稳定性、3)对
不能结婚的男性带来严重的后
果、4 )人口拐卖和性工作的增
多，和5)因女性数量下降带来儿
童数量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长远影响等方面。婚姻挤压指的
是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
婚女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有
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女性歧视
的增加。据人口学家根据一些
模型的预测（Li，2007；UNFPA 
APRO，2012），男性人口数量
的增加会扩大年轻男性和年轻女
性之间的数量差距，使适婚男性

图二：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分省出生性别比

来源：中国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球130个国家中排行69位；2014
年，中国的排名在142个国家中
下跌18位至87位。2015年，2016
年和最新公布的2017年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继续下滑到91位、99
位和100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在所有国家中排名
最后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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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十岁单身男性的比例，根据三种出生性别比情景，中国，2005—2100年

来源：Guilmoto, Christophe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Demography, 49(1): 77-100

男性可以选择同龄或比他们年轻
的女性，但是“上嫁”恶化婚姻挤
压，因为女性希望嫁给比她们
年长、更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男
性。Gupta等（2010）的研究显
示，愈低学历的男性愈容易经历
单身，因为女性偏爱有更好前景
的男性，有需要时可以从贫穷的
地区流动到富裕的地区。这解释
了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贫困
的男性受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

一些关于性别比失衡在亚洲的影
响的研究显示，无法在本地找到
结婚对象的男性会倾向选择来自
更低经济背景、其它民族或偏
远地区的女性来做新娘（UNFPA 
APRO，2012）。因此，失衡的
性别比有可能增加中国单身男性
从邻国，例如缅甸、越南等地寻
求外籍新娘的可能性。一些进行
中的研究也希望探究对外籍新娘
的上升需求是否造就了贩卖外籍
女性的市场。即使是自愿的外籍
新娘，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往往
令她们身陷脆弱的境况。但即使
外籍新娘有上升的趋势，对于人
口高度密集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失
衡的中国和印度而言，也无法满
足日益上升的单身男性的需求，

中国已经有6600万的性别缺口，
而印度也有4300万的性别缺口，
合计有一亿零九百万的过剩男性
（UNFPA APRO，2012）。

一些学者认为上升的性别比失
衡导致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因
为未婚男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Edlund et al., 2007, 2010; Golley 
and Tyers, 2012; Hudson and den 
Boer, 2004, 2008）；而另一些学
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位
低和未结婚的男性对社会治安
构成威胁（Hesketh et al., 2011;   
Kaur et al., 2016）。在中国和印
度，这类男性往往自卑，容易患
上抑郁症。从现有文献来看，虽
然不同的研究对于性别比和犯罪
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未婚男性来自社
会中的弱势和较低地位群体。研
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
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
较弱，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
份（Gupta et al., 2010; Sharygin et 
al., 2013）。这种未婚男性在地域
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所以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
制度应扩大人口覆盖面。

女性人口的缺失有可能导致生育

率进一步下滑，加剧人口老龄
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劳动力
削减带来的影响（Li，Jiang and 
Feldman，2006）。阻碍中国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快速上升因
素之一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
力市场萎缩和最终收紧。出生性
别比失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低生
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减少了生育年
龄的女性的比例，进而进一步减
慢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Golley 
and Tyers，2012）。

由于歧视女性所导致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影响女孩和妇女的权
利，包括她们生存、参与和发展
的权利。另外，婚姻市场失衡有
可能转化为迫使女性结婚并承担
传统生殖责任的压力，刺激买
卖婚姻，拐卖妇女和女孩，以
及增加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
力。这些都威胁着妇女和女孩
的安全（Yang et al，2012; Li and 
Jin，2012）。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仍需持久努力

3. 对胎儿性别选择行为的接受
度在下降，但相关技术在部分
省份可及性相对较强

以广东省作为重要中转地，邻近省份

将孕妇血样送香港检测胎儿性别已形

成专业化的运作。私营医疗机构以及

公立医院暗地提供超声波鉴定。这些

性别选择技术使用隐蔽，增加了查处

的难度，同时政府的相关管理力度在

减弱。较大的需求和技术的可获性决

定了技术应用的普遍性。

虽然技术可获性较大，但年轻夫妇对

人工流产的接受度在下降。在鉴定为

女胎后，一些女性纠结胎儿伦理，且

不愿意牺牲个人健康，体现了女性对

身体的自主意识。女性对人工流产的

抵制成为减少胎儿性别选择的一个有

效路径。

4. 实现男孩偏好与意愿生育数
量仍存在竞争关系

随着生育政策放宽，部分人通过多生

来实现男孩偏好。但总的来看，意愿

生育数量与满足男孩偏好的竞争关系

仍然存在。由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的上升，年轻夫妇的生育决策更趋

理性。虽然不受政策限制，但家庭经

济条件、时间照料资源的约束突显，

意愿生育数趋向减小，尤其在城市地

区。在父母的压力下，在有限的生

育数量内，要满足家庭的男孩理想，

始终要面对着胎儿性别选择与多生的

两难选择。在竞争关系下，意愿生育

数与现有孩子性别结构决定了在哪 

个孩次进行性别选择。“生男即止”

原则仍在一些家庭起作用。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2019年全国人口和家庭动态监测调查

和2021年全国人口和家庭动态监测跟踪调查数据，20-44岁女性的打算生

育子女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从2017年的1.76下降到2019年的1.73，2021年

继续下降到1.64。

育儿成本已成为制约人们多生孩子的最重要因素，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

查显示，不打算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占总数的77.4%。

三、对策建议

1. 坚持对出生性别比的长期、
综合与重点治理。

加深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认

识，将出生性别比作为衡量中国性别

平等、女性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中

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降至110-111的

水平，但仍异常偏高，与基于中国庞

大的人口基数，每年仍然意味着近10

万的女胎被中止妊娠。鉴于社会文化

因素成为男孩偏好续存的主因，而社

会文化变革非一蹴而就，未来出生人

口性别比存在下降速度减缓和在110

上下低位波动的风险。建议坚持治

理，做好至2030年的工作规划。2030

年，中国出生性别比有望下降至正常

水平，这一年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之年。性别偏好具有地区不均

衡与变动不同步性，出生人口性别比

的下降也存在多种形态。男孩偏好越

强烈的地区，偏好消退所需的时间越

长，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所需的时间

也越长。建议重点关注高于110的11

个省份，坚持多部门合作与综合治

理，加强性别偏好、一孩与多孩出生

人口监测。

2. 推进公私领域的性别革命，
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要减弱男孩偏好，迫切需要落实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提高女性在公共领域

与私人领域的话语权。要进一步提高

女性教育水平与劳动参与率，增加女

性经济收入，保障女性财产权益。在

农村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要

保障女性平等享受集体收益分配权。

由于个体与家庭层面的性别平等推进

较慢，要加强针对个人与家庭层面的

干预，进一步推进个人与家庭层面的

性别平等。加快推进家庭领域的性别

革命，改变传统家庭分工，充分肯定

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保障女性身体权

特别是生殖自主权。

3. 推进传统习俗的变革，构建
新型婚育文化

要采用“柔性治理”的思路，使用

“润物细无声”的策略，加大文化引

领与舆论营造工作。建议农业农村

部、民政部、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

等相关部门联合，将构建新型婚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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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超出未婚女性3。根据UNFPA 
APRO（2012）预测显示，在中
国和印度，将有两代适婚年龄的
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婚年龄
的女性。同时，婚姻模型预测也
显示，2030年以后，这两个国家
准备结婚的单身男性的数量将超
过相应未婚女性数量的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之多。Guilmoto（2012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情
景，对2005至2100年中国的单身
男性数量作出预测4，即使中国的
出生性别比于2020年之前回归到
正常——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
设，到2055年仍有多达百分之十
五的中国男性在五十岁时未能找
到妻子（图三）。

2014年7月11日在沈阳举办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
中提到，到2030年估计将会有
3000万年轻男性被迫成为单身
男性。这些大量不能结婚的男性
（俗称“光棍”）将会无可避免地
造成婚姻挤压，带来深远的社会
影响和后果。对中国和印度的研
究揭示出男女在结婚时有年龄差
距，且女性“上嫁”（Kaur，2013
；Kaur et al，2016B）。结婚年
龄的差距减少婚姻挤压，因为

通常出生性别比往往随孩次的
增加而上升。二孩的出生性别
比一直高于一孩，而三孩更高
（UNFPA China, 2007）。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中国
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而
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三
孩以及更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则
呈现不稳定趋势（Li, Shang and 
Feldman, 2013）。一孩出生性别
比由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
106.5、105.4及107.1上升至2010
年的113.7（UNFPA，2016），而
且城乡及多数省份均不正常。这
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影响
出生性别选择的主导因素可能正
在发生改变，今后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探讨这些因素。举例来说，
虽然中国实施了“全面两孩”政
策，但养育孩子日益增加的成本
或许使有的家庭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并且想在唯一的一次生育行
为中生出男孩。

出生性别比失衡也显著影响着中
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创立全
球性别差距指数，按年度向世界
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根
据此报告，2013年，中国在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后果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人口性
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其他严重
的人口和社会后果，包括1)婚姻
挤压、2)潜在的不稳定性、3)对
不能结婚的男性带来严重的后
果、4 )人口拐卖和性工作的增
多，和5)因女性数量下降带来儿
童数量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
长远影响等方面。婚姻挤压指的
是适婚男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适
婚女性的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有
着广泛的影响，包括对女性歧视
的增加。据人口学家根据一些
模型的预测（Li，2007；UNFPA 
APRO，2012），男性人口数量
的增加会扩大年轻男性和年轻女
性之间的数量差距，使适婚男性

图二：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分省出生性别比

来源：中国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

球130个国家中排行69位；2014
年，中国的排名在142个国家中
下跌18位至87位。2015年，2016
年和最新公布的2017年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继续下滑到91位、99
位和100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的出生性别比在所有国家中排名
最后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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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十岁单身男性的比例，根据三种出生性别比情景，中国，2005—2100年

来源：Guilmoto, Christophe Z. 2012.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Demography, 49(1): 77-100

男性可以选择同龄或比他们年轻
的女性，但是“上嫁”恶化婚姻挤
压，因为女性希望嫁给比她们
年长、更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男
性。Gupta等（2010）的研究显
示，愈低学历的男性愈容易经历
单身，因为女性偏爱有更好前景
的男性，有需要时可以从贫穷的
地区流动到富裕的地区。这解释
了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性和贫困
的男性受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最
严重。

一些关于性别比失衡在亚洲的影
响的研究显示，无法在本地找到
结婚对象的男性会倾向选择来自
更低经济背景、其它民族或偏
远地区的女性来做新娘（UNFPA 
APRO，2012）。因此，失衡的
性别比有可能增加中国单身男性
从邻国，例如缅甸、越南等地寻
求外籍新娘的可能性。一些进行
中的研究也希望探究对外籍新娘
的上升需求是否造就了贩卖外籍
女性的市场。即使是自愿的外籍
新娘，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往往
令她们身陷脆弱的境况。但即使
外籍新娘有上升的趋势，对于人
口高度密集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失
衡的中国和印度而言，也无法满
足日益上升的单身男性的需求，

中国已经有6600万的性别缺口，
而印度也有4300万的性别缺口，
合计有一亿零九百万的过剩男性
（UNFPA APRO，2012）。

一些学者认为上升的性别比失
衡导致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因
为未婚男性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Edlund et al., 2007, 2010; Golley 
and Tyers, 2012; Hudson and den 
Boer, 2004, 2008）；而另一些学
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位
低和未结婚的男性对社会治安
构成威胁（Hesketh et al., 2011;   
Kaur et al., 2016）。在中国和印
度，这类男性往往自卑，容易患
上抑郁症。从现有文献来看，虽
然不同的研究对于性别比和犯罪
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未婚男性来自社
会中的弱势和较低地位群体。研
究证据显示，未婚男性的比例将
会高度集中于较贫穷、经济实力
较弱，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的省
份（Gupta et al., 2010; Sharygin et 
al., 2013）。这种未婚男性在地域
上的集中可能为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所以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
制度应扩大人口覆盖面。

女性人口的缺失有可能导致生育

率进一步下滑，加剧人口老龄
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劳动力
削减带来的影响（Li，Jiang and 
Feldman，2006）。阻碍中国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持续快速上升因
素之一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
力市场萎缩和最终收紧。出生性
别比失衡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低生
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减少了生育年
龄的女性的比例，进而进一步减
慢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Golley 
and Tyers，2012）。

由于歧视女性所导致的出生性
别比失衡影响女孩和妇女的权
利，包括她们生存、参与和发展
的权利。另外，婚姻市场失衡有
可能转化为迫使女性结婚并承担
传统生殖责任的压力，刺激买
卖婚姻，拐卖妇女和女孩，以
及增加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
力。这些都威胁着妇女和女孩
的安全（Yang et al，2012; Li and 
Jin，2012）。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仍需持久努力

化与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有机结

合。梳理传统习俗，去除性别歧视的

内容。在红白喜事、祭祖、上家谱等

活动中确保男女平等，不因自身的性

别或有没有儿子而区别对待。通过村

民自治、居民自治章程修订等，鼓励

婚俗改革，婚事简办，推进婚居模式

变革。倡导将彩礼转化成为女方父母

养老保险或给小家庭的保险，宣传

“随母姓”，倡导婚后“两边住”。

宣传女儿对家庭的额外价值。

4. 以老年人与青年男性与为重
点，加大性别平等宣传

建议加强影视文化作品的性别审查，

以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性别平

等宣传活动，宣传女儿成才、孝敬父

母的案例，宣传胎儿性别选择的危

害。要借用身边人和身边事，讲述新

时期女性发展的故事，避免性别刻板

印象，打造新时期女性自立自强的形

象。建议利用网络新媒体制造流量，

加大对青年男性的性别平等宣传，引

导丈夫参与家庭育儿与家务，自觉抵制

胎儿性别选择。深入开展家风与家庭文

明建设，讨论新时期“孝”的新内涵，

鼓励两代人建立平等与互助的关系。 

5. 加大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
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的管理

在性别比超过110的重点省份，要坚

持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与

性别选择，完善工作机制，健全执法

机构。继续加大对医疗机构与医务人

员的管理，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的意识培训，尤其要加大对私立民

营医疗机构的监管。加强相关广告监

管，与海关、公安等部门通力协作，

严查孕妇血样跨境运输。严格人工流

产手术的技术操作规范，严格管理14

周以上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对人

工流产的管理始终要以保障女性生育

自主权和健康权为出发点。关注性别

鉴定新技术的应用，警惕辅助生育技

术中的性别选择。

6. 建立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积极引导生育行为

实现理想孩子性别是多生育的动机。

如果只是从感情上偏好男性，不实

施胎儿性别选择，不在出生后歧视

女孩，只是为了满足性别偏好的多生

行为，实际上有助于提升生育率，且

有助于出生性别比回落。在低生育率

的背景下，建议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鼓励生育顺其自然。建议将倡导

性别平等、生育顺其自然和减少人工

流产纳入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充

分利用当地家庭文化深厚的传统，

鼓励父代协助子代托幼，加大对父

代的托幼行为的政策支持，以进一

步回升生育率，且加快出生性别比回

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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